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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特征及
主要影响因素

池　 源１，２， 石洪华１，２，∗， 孙景宽３， 李　 捷４， 杨　 帆４， 付战勇３

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２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地质过程与环境功能实验室，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３ 滨州学院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滨州　 ２５６６０３

４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摘要：我国拥有丰富的海岸带蓝色碳汇，准确把握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状况，辨识不同人为干扰下蓝碳生

态系统 ＮＰＰ 的时空分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以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区，以近 ３０ａ（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为时

间尺度，通过遥感手段和现场调查，对黄河三角洲 ＮＰＰ 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１）近 ３０ 年来研

究区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呈现先下降又略微增长的特征，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平均值为 ２９４．３８ｇ Ｃ ｍ－２ ａ－１，总量为 ７１０．０５Ｇｇ Ｃ ／ ａ，
表现出显著的季节差异。 （２）研究区 ＮＰＰ 在各行政区、保护区和地表覆盖类型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分异性；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分区结果显示，不同分区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生产力区（４９．５％）、低生产力区（３８．３％）和高生产力区（１２．１％）。
（３）研究区 ＮＰＰ 的时空分异性是地表覆盖类型和植被生长状况共同影响的结果，海陆交互作用、开发利用活动和近年来的生态

建设是 ＮＰＰ 时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４）湿地植被和农田是研究区碳汇的主要贡献者，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二者 ＮＰＰ 均值

逐渐上升，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年度分别达 ５７０．２８ｇ Ｃ ｍ－２ ａ－１和 ３３５．９２ｇ Ｃ ｍ－２ ａ－１；近 ３０ 年来，湿地植被 ＮＰＰ 总量逐渐减少，农田 ＮＰＰ
总量则逐渐增加。 湿地植被是海岸带蓝碳的典型载体，农田作为位于滨海地区、由湿地植被转化而来、本身具有较高固碳能力

和潜力的碳汇类型，可作为海岸带蓝碳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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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４９．５％），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ｌｏｗ ＮＰＰ （３８．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ＮＰＰ （１２．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Ｐ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 － ｓｅａ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Ｐ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５７０．２８ｇ Ｃ ｍ－２ ａ－１ ａｎｄ ３３５．９２ｇ Ｃ ｍ－２ ａ －１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Ｐ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ｈｉｇｈ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而温室气体浓度上升被认为是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１⁃２］。 位于

海岸带地区的盐沼湿地、红树林湿地和海草床生态系统是地球上高效的碳汇热点，其所固定的碳被称为“海
岸带蓝色碳汇”或“海岸带蓝碳” ［３］，这些生态系统被称为“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４⁃６］。 研究发现，盐沼、红树

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碳埋藏速率分别为（２１８±２４）、（２２６±３９）ｇ Ｃ ｍ－２ ａ－１和（１３８±３８）ｇ Ｃ ｍ－２ ａ－１，远
高于深海和陆地森林生态系统［４， ７］。 我国海岸线绵长，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分布广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以及 ＣＯ２排放量的与日俱增，海岸带蓝碳的挖掘成为提升我国碳汇能力、减缓 ＣＯ２排放压力的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海涂围垦、植被破坏、污染物排放等人为干扰对海岸带蓝碳带来了严重影响［７］。 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全部有机质扣除自养呼吸的剩余量，反映了植物群

落的生产能力和生态质量，是生态系统各成员生存繁衍的基础和调节生态过程的因子，也是判断生态系统碳

源 ／汇的主要指标［８⁃９］。 探明典型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ＮＰＰ 状况以及不同人为干扰下蓝碳生态系统 ＮＰＰ 的

时空分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揭示我国海岸带蓝碳潜力及其变化规律，还能够为规范海岸带人类开

发利用活动、提升蓝碳能力提供依据。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新生盐沼湿地［１０］，也是我国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的泥沙来源，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不仅具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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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完整的湿地植被，还是众多珍稀濒危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征［１１⁃１２］。 近 ３０ 年来，
黄河三角洲人为干扰愈加强烈，城乡建设、港口建造、石油开采、农田开垦、盐田围垦等使得区域地表覆盖类型

日趋多样，人工景观逐渐增多，自然湿地面积逐年递减［１３⁃１５］，尤其是大规模的农田和盐田不断侵占湿地植被

空间，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显著影响［１５⁃１６］。 与此同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以及各项生态保护与管理措施又对

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复杂的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黄河三角洲成为世界上河口

三角洲海陆变迁最活跃、生态环境演变最迅速的地区之一［１７］。 当前，众多学者围绕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开展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不乏生态系统碳过程、土壤碳含量、ＮＰＰ 空间分布等相关研究［１０， １８⁃２０］。 然而，
对于较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下 ＮＰＰ 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仍有所不足，特别是缺乏 ＮＰＰ 在海陆交互作用、人类

干扰以及人为调控影响下的变化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现代黄河三角洲范围，通过遥感手段和现场调查，对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 ＮＰＰ 时间变化和空

间特征进行研究，并剖析 ＮＰＰ 时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从整体上揭示较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下黄河三角

洲 ＮＰＰ 变化规律，并为提升我国海岸带蓝碳提供一定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湾南岸和莱州湾西岸，现代黄河三角洲是指以垦利县鱼洼为顶点、以挑河口和宋春

荣沟口为端点构成的区域。 本文基于现代黄河三角洲范围，结合地理完整性和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南侧端点

由宋春荣沟口南延至垦利县滨海大道南端红光渔港处，研究区略大于现代黄河三角洲范围（图 １）。 研究区全

部位于东营市境内，分别属于垦利区（４９％）、河口区（４４％）和利津县（７％）；所在区域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

区，年平均气温为 １２．１℃，无霜期 １９６ｄ，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５１．６ｍｍ，季节差异较大；研究区属于小清河以北黄

泛平原区，地势平坦，海拔均低于 １５ｍ；土壤类型主要为潮土和盐土，植被以盐生植被为主，分布广泛并呈现明

显的梯度性规律。 １９９２ 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建立，重点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

珍稀濒危鸟类，总面积约 １５３０ｋｍ２，主要分布于现行黄河入海口（新河口）和黄河故道入海口（老河口）的两

侧，可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多年来，保护区开展了积极的生态系统修复与建设工程，并制定了一

系列管控措施。 研究区近 ３０ 年来人类开发利用活动日趋频繁，造成地表覆盖类型发生剧烈变化［１５］，进而对

ＮＰＰ 及其空间分布构成影响，因此本文以近 ３０ａ 为时间跨度，以约 １０ａ 为时间间隔，基于现有数据资料特征，
对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研究区 ＮＰＰ 变化规律及其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分析。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２．１　 遥感影像

云层遮挡对 ＮＰＰ 的估算精度具有重要影响，根据现有数据资料，挑选近 ３０ 年来覆盖研究区的无云或少

云遥感影像，包括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卫星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１９９５ 年 ９ 月、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以及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卫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４ 月共 ７ 期遥感影像（图 １）。 通过 ＥＮＶＩ ５．３ 和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对原始遥感影像进行辐

射定标、波段融合等处理；以研究区顶点和端点的连线作为陆域界线，以海岸线和植被集中连片分布区的外缘

线为陆海界线，形成不同时期研究区轮廓（图 １）；经影像剪切和波段计算后，得到研究区不同时期的归一化植

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
以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１９９５ 年 ９ 月、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的遥感影像为基础，通过目视解译的方法，将研

究区地表覆盖类型划分为湿地植被、农田、水域、盐田和养殖池、裸地、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和工业用地 ８ 类。
其中，湿 地 植 被 以 芦 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 为 主 要 类 型， 夹 杂 有 盐 地 碱 蓬 （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 柽 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苣荬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ａｒｖｅｎｓｉｓ）、野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等其他植物；农
田以水稻田、小麦田和藕池为主要类型，并种植有玉米、棉花等其他作物；水域包括黄河、黄河故道等自然水域

和孤东水库、孤北水库、孤河水库等人工水域；盐田和养殖池集中分布于距离岸线较近的区域，以盐田为主；裸

３　 ８ 期 　 　 　 池源　 等：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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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和轮廓

Ｆｉｇ．１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地包括分布于近岸区域的光滩以及研究区内部的裸土地；建筑用地主要是指城乡建筑分布地，包括黄河口镇、
孤岛镇、仙河镇等城镇区以及诸多分散的农村居民点；交通用地包括公路和港口码头，公路主要有东营港疏港

高速以及省道 Ｓ３１２、Ｓ３１０、Ｓ２２８ 等，港口主要为东营港；工业用地是指炼油厂等工厂分布区（图 ２）。
１．２．２　 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来源于东营及周边地区气象站的多年观测数据，引自东营地区的相关研究。 其中，太阳总辐射、
天文辐射、日照时数、可照时数引自文献［２１］中近 ３０ 年来不同月份的平均数据，气温、降水、蒸散量、相对湿

度引自文献［２２］中近 ５０ａ 来不同月份的平均数据。
１．２．３　 现场调查取样

２０１７ 年初开展地表覆盖类型现场勘查工作。 采用网格法，基于代表性和可达性，共开展了 １０４ 个点位的

现场勘察工作（图 ３）。 使用手持 ＧＰＳ 记录点位的经纬度信息；记录每个样地的群落类型以及植物种类、多度

等信息，对研究区地表覆盖类型进行校正。 同时，在湿地植被集中分布区布设 ４ 个植物取样点位，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开展了 ４ 次植物取样工作，每个样地随机设置 ３ 个 １ｍ２的平行样

方，使用标准样框，收割样框内的全部植物地上部分，烘干后，计算其生物量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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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不同时期地表覆盖类型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１．３　 ＮＰＰ 计算与分析

１．３．１　 ＮＰＰ 计算

基于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Ａｍ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ＳＡ）模型［２３］，采用遥感、气象和现场调查数据对研究区 ＮＰＰ 进

行估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ＮＰＰ（ｘ，ｔ） ＝ ＡＰＡＲ（ｘ，ｔ） × ξ（ｘ，ｔ） （１）

ＡＰＡＲ（ｘ，ｔ） ＝ ＰＡＲ（ｘ，ｔ） × ＦＰＡＲ（ｘ，ｔ） （２）
ξ（ｘ，ｔ） ＝ ｆｔ（ ｔ） × ｆｗ（ ｔ） × ξｍａｘ （３）

式中：ＮＰＰ（ｘ， ｔ）为 ｘ 点 ｔ 月净初级生产力；ＡＰＡＲ（ｘ， ｔ）为 ｘ 点 ｔ 月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ＭＪ ｍ－２月－１）；ξ（ｘ，
ｔ）为 ｘ 点 ｔ 月的实际光能利用率（ｇ Ｃ ／ ＭＪ ）；ＰＡＲ（ｘ， ｔ）为 ｘ 点 ｔ 月的光合有效辐射（ＭＪ ｍ－２月－１），可取太阳总

辐射的 ５０％［２４］；ＦＰＡＲ（ｘ， ｔ）为 ｘ 点 ｔ 月光合有效辐射吸收比例（％）；ｆｔ（ ｔ）和 ｆｗ（ ｔ）分别为研究区 ｔ 月的气温

胁迫因子和水分胁迫因子（％）；ξｍａｘ为植被最大光能利用率（ｇ ＣＭＪ－１）。
（１）ＦＰＡＲ 计算

ＦＰＡＲ 与 ＮＤＶＩ 和简单比值植被系数（Ｓｉｍｐｌｅ Ｒａｔｉ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ＲＶＩ）均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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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区调查点位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可分别由 ＮＤＶＩ 和 ＳＲＶＩ 计算得到 ＦＰＡＲ１ 与 ＦＰＡＲ２，计
算方法如下：
ＦＰＡＲ１（ ｘ， ｔ） ＝ （ ＮＤＶＩ （ ｘ， ｔ） － ＮＤＶＩｍｉｎ ） ／ （ ＮＤＶＩｍａｘ －
ＮＤＶＩｍｉｎ） ×（ＦＰＡＲｍａｘ－ＦＲＡＲｍｉｎ）＋ ＦＰＡＲｍｉｎ （４）
ＦＰＡＲ２（ ｘ， ｔ） ＝ （ ＳＲＶＩ （ ｘ， ｔ ） － ＳＲＶＩｍｉｎ ） ／ （ ＳＲＶＩｍａｘ －
ＳＲＶＩｍｉｎ）×（ＦＰＡＲｍａｘ－ＦＰＡＲｍｉｎ）＋ＦＰＡＲｍｉｎ （５）
式中：ＮＤＶＩ（ ｘ， ｔ） 为 ｘ 点 ｔ 月的 ＮＤＶＩ 值；ＦＰＡＲｍａｘ 和

ＦＰＡＲｍｉｎ分别取 ０．９５ 和 ０．００１［２３］；为了剔除异常值，削弱

极值的影响，ＮＤＶＩｍａｘ和 ＮＤＶＩｍｉｎ分别取所有 ＮＤＶＩ 值的

９５％和 ５％百分位值；ＳＲＶＩ（ｘ，ｔ）为 ｘ 点 ｔ 月的简单比值

植被系数，由式 ６ 求得，ＳＲＶＩｍａｘ 和 ＳＲＶＩｍｉｎ 分别取所有

ＳＲＶＩ 值的 ９５％和 ５％百分位值。

ＳＲＶＩ（ｘ，ｔ）＝ １＋ ＮＤＶＩ（ｘ，ｔ）
１－ ＮＤＶＩ（ｘ，ｔ）

（６）

结合 ＦＰＡＲ１ 与 ＦＰＡＲ２ 得到的 ＦＰＡＲ 具有更高的

准确度［９， ２７］，计算方法如下：
ＦＰＡＲ ｘ，ｔ( ) ＝ （ＦＰＡＲ ｘ，ｔ( ) １ ＋ＦＰＡＲ ｘ，ｔ( ) ２） ／ ２ （７）
（２） ｆｔ 和 ｆｗ 计算

ｆｔ 计算方法如下：
ｆｔ ｔ( ) ＝ ｆｔ１ ｔ( ) × ｆｔ２ ｔ( ) （８）

ｆｔ１（ ｔ）反映在极端温度下植物的内在生物化学过程对光合作用的限制，进而影响 ＮＰＰ ［２８］，计算方法

如下［２６］：

ｆｔ１ ｔ( ) ＝ ０．８ ＋ ０．０２ × Ｔｏｐｔ － ０．０００５ × Ｔ２
ｏｐｔ （９）

式中：Ｔｏｐｔ为最适气温，取 ＮＤＶＩ 平均值最高月份（８ 月）的月平均气温。

ｆｔ２（ ｔ）表示实际气温高于或低于最适气温时光能利用率受到的影响，计算方法如下［２３， ２６］：

ｆｔ２（ ｔ） ＝ １．１８４
１ ＋ ｅｘｐ ０．２ × Ｔｏｐｔ － １０ － Ｔ( )[ ]

× １
１ ＋ ｅｘｐ ０．３ × Ｔ － Ｔｏｐｔ － １０( )[ ]

（１０）

式中：Ｔ 为当月实际平均气温，当某月平均气温 Ｔ 比最适气温 Ｔｏｐｔ高 １０℃或低 １３℃时，该月的 ｆｔ２（ ｔ）值等于最

适气温月份 ｆｔ２（ ｔ）值的一半。
ｆｗ 反映了植物所能利用的有效水分条件对光能利用率的影响，计算方法如下［２９］：

ｆｗ ｔ( ) ＝ ０．５ ＋ ０．５ × Ｅ ／ Ｅｐ （１１）

式中：Ｅ 为蒸散量，由已有气象数据中获取；Ｅｐ为潜在蒸散量，计算方法如下［３０］：

Ｅｐ ＝ （
Ｒｎ

０．５９８
＋ ｒ × ０．３６９２

４ × ０．５９８２
－ ｒ × ０．３６９

２ × ０．５９８
）

２

（１２）

式中：ｒ 为降水量（ｍｍ），Ｒｎ为净辐射量（ＭＪ ｍ－２ ｄ－１）。

Ｒｎ参考《喷灌工程设计手册》 ［３１］，计算方法如下：
Ｒｎ ＝ Ｒｎ１ － Ｒｎ２ （１３）

Ｒｎ１ ＝ １ － ａ( ) ０．２５ ＋ ０．５ｎ ／ Ｎ( ) Ｒａ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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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２ ＝ σＴｋ
４ × （０．３４ － ０．０４４ ｅｄ ） × ０．１ ＋ ０．９ｎ ／ Ｎ( ) （１５）

式中：ａ 为反射率，取 ２３％；ｎ 为日照时数（ｈ），Ｎ 为该纬度的可照时数（ｈ），Ｒａ为天文辐射（ＭＪ ／ ｍ２）；σ 为斯蒂

芬－玻尔兹曼常数，取 ２×１０－９ｍｍ ｄ－１ Ｋ－４，Ｔｋ为该月平均温度（Ｋ）；ｅｄ为水汽压（ｈＰａ），可由相对湿度和不同气

温下的饱和水汽压计算得到。
（３）ξｍａｘ的计算

最大光能利用率（ ξｍａｘ）的取值对 ＮＰＰ 估算结果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不同植物的 ξｍａｘ 具有明显差

异［３２］。 黄河口湿地植被以芦苇为优势种，其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然而目前关于湿地植被最大光能利用率的

专门研究总体较少，陈吉龙等［３３］关于辽河口湿地芦苇群落的模拟结果显示，芦苇 ξｍａｘ为 １．６６７ｇ Ｃ ／ ＭＪ。 根据

ＣＡＳＡ 模型，ξｍａｘ可由 ＮＰＰ 实测结果以及模型中其他参数进行反推，公式如下：

ξｍａｘ ＝
ＮＰＰ

ＰＡＲ×ＦＰＡＲ×ｆｔ×ｆｗ
（１６）

根据相关研究，芦苇地上部分在每年 １０—１１ 月份基本不再生长，生物量达到最大［３４］，地上部分生物量即

为地上部分的净初级生产力，地下部分净初级生产力一般地上部分的 ３０％—８０％［３５］，这里取 ５０％，另根据光

合作用方程式推算得到芦苇的碳转换系数，根据 ４ 次取样的平均值得到各点位的全年 ＮＰＰ，进而计算得到研

究区湿地植被的 ξｍａｘ为 ０．８５９ｇ Ｃ ／ ＭＪ。 由于植物取样点位相对较少，为了尽可能避免其带来的误差，结合现场

实测和陈吉龙等［３３］的研究，本文湿地植被的 ξｍａｘ取二者平均值为 １．２５７ｇ Ｃ ／ ＭＪ。 其他地表覆盖类型的 ξｍａｘ取

值参考现有研究，其中 Ｒｕｎｎｉｎｇ［３６］和朱文泉［３２］的研究成果应用较为广泛［９， ３７⁃３８］，前者根据生态生理过程模型

模拟了全球 １０ 种植被类型的 ξｍａｘ为 ０．６０４—１．２５９ｇ Ｃ ／ ＭＪ，后者根据林业普查数据结合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出中国

不同植被的 ξｍａｘ为 ０．３８９—０．９８５ｇ Ｃ ／ ＭＪ。 农田的 ξｍａｘ采用二者的平均值 ０．５７３ｇ Ｃ ／ ＭＪ，交通用地、建筑用地、工
业用地、水域、盐田和养殖池这些非植被区的地表覆盖类型最大光能利用率理论上为 ０，但由于采用遥感影像

的分辨率为 ３０ｍ，解译误差和混合像元等不可避免的问题使得这些地表覆盖类型中也存在一定的植被，因此

采用最低的 ξｍａｘ０．３８９ｇ Ｃ ／ ＭＪ。
１．３．２　 ＮＰＰ 时空特征分析

分别计算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夏季以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不同季节的 ＮＰＰ，并基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不同季节的 ＮＰＰ，得到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全年 ＮＰＰ 结果。 此外，１９８７ 年遥感影像在研究区北部存在少量云层

遮挡，对云层及其阴影所在区域的 ＮＰＰ 估算带来了不小的误差；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对该区域的 ＮＰＰ 估算结果

进行裁剪，采用反距离权重（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ＤＷ）内插法基于周边区域的 ＮＰＰ 计算结果进行内

插，计算出云层及其阴影所在区域的 ＮＰＰ 内插结果，进而得到修正后的 １９８７ 年 ＮＰＰ 结果。
根据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夏季的 ＮＰＰ 估算结果，分析近 ３０ 年来研究区 ＮＰＰ 的时间变化

特征；根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不同季节的 ＮＰＰ 估算结果，分析不同季节研究区 ＮＰＰ 的时间变化特征。 分别以行

政区、保护区和地表覆盖类型为单元，分析 ＮＰＰ 在不同单元的特征和差异，探讨不同单元 ＮＰＰ 的时间变化规

律。 基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全年 ＮＰＰ 估算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高生产力区（ＮＰＰ≥６００）、中生产力区（２００≤
ＮＰＰ＜６００）和低生产力区（ＮＰＰ＜２００），单位为 ｇ Ｃ ｍ－２ ａ－１。

２　 结果

２．１　 ＮＰＰ 时间变化

ＮＰＰ 估算结果显示，近 ３０ 年来研究区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均呈现先下降又略微增长的特征，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６ 年夏季研究区 ＮＰＰ 均值分别为 ９４．９３、６３．９０、６４．５６ ｇ Ｃ ｍ－２月－１和 ６９．５４ｇ Ｃ ｍ－２月－１，总量分别为

２１４．７６、１４３．９６、１４９．８８ Ｇｇ Ｃ 月－１和 １６７．７５Ｇｇ Ｃ 月－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平均值和总量表现出明显的季节

差异，夏季远高于其他季节，其次为春季和秋季，冬季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偏低，可忽略不计（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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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研究区整体和不同行政区 ＮＰＰ 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ＰＰ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２．２　 ＮＰＰ 空间特征

研究区不同年份和不同季节的 ＮＰＰ 均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图 ５—图 ６）。 不同行政区近 ３０ 年来

ＮＰＰ 均值显示，利津县相比其他二区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其下降和增长都更为明显，其他二区与研究区总

体特征较一致；就总量而言，由于研究区中利津县面积明显偏小，其总量也小于其他二区（图 ４）。
各年度自然保护区内 ＮＰＰ 均值均明显高于保护区外；近 ３０ 年来，ＮＰＰ 均值在保护区内外均呈现先下降

后上升的特征，保护区内部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期间下降相较保护区外更加剧烈，但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上升

更明显；不同季节中，夏季保护区内外 ＮＰＰ 的差别更加明显。 保护区实验区 ＮＰＰ 均值高于缓冲区和核心区，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实验区 ＮＰＰ 有所上升，而核心区 ＮＰＰ 则有一个较明显的下降。 老河口区 ＮＰＰ 均值在

１９８７ 年与新河口区基本一致，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明显较低，但在 ２０１６ 年又恢复至与新河口区持平；不同季

节新、老河口区 ＮＰＰ 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图 ７）。
不同地表覆盖类型 ＮＰＰ 结果显示，湿地植被具有最高的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其次为农田，其他几种类型则

明显偏低；近 ３０ 年来，湿地植被和农田 ＮＰＰ 均值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特征，湿地植被 ＮＰＰ 总量逐渐减少，
农田 ＮＰＰ 总量则逐渐增加（表 １）；同时，湿地植被和农田 ＮＰＰ 在不同季节中具有较大差别，夏季显著高于其

他季节，且农田 ＮＰＰ 的季节差异更为明显（表 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研究区全年 ＮＰＰ 均值为 ２９４．３８ｇＣ ｍ－２ ａ－１，总量为 ７１０．０５Ｇｇ Ｃ ／ ａ，其中湿地植被和农田

ＮＰＰ 总量占比达 ９４．２％。 ＮＰＰ 分区结果显示，不同分区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生产力区（４９．５％）、低生产力

区（３８．３％）和高生产力区（１２．１％）（图 ８）。 不同行政区中，利津县大部分位于中生产力区，垦利区和河口区

主要分布于低、中生产力区，其中垦利区更多的区域位于中生产力区，河口区更多的区域位于低生产力区。 就

保护区而言，保护区内高生产力区比例明显高于非保护区，保护区实验区的中、高生产力区比例明显高于缓冲

区和核心区，新河口区和老河口区生产力分区状况基本一致。 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中，湿地植被较为平均地分

布在中生产力区和高生产力区，农田大部分位于中生产力区，其余类型则基本分布于低生产力区（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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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近 ３０ 年来研究区 ＮＰＰ 时空特征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ＰＰ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表 １　 近 ３０ 年来不同地表覆盖类型 ＮＰＰ 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Ｐ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 （ ｇ Ｃ ｍ－２月－１）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 （ Ｇｇ Ｃ 月－１）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湿地植被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１２１．２８ ９４．６８ ９９．８１ １３３．５３ １８９．０４ ９７．９６ ９１．７３ ８０．６７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７１．０３ ５２．９９ ５８．８１ ８２．４５ １８．３６ ３７．１９ ５２．３１ ７９．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１４．１８ １３．２３ １０．８１ ９．７１ １．１３ １．３９ １．４６ ２．３５

盐田和养殖池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ｎｄ ６．４７ １１．４５ ６．７ ３．４５ ０．１７ ０．９１ １．４２ １．４８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１６．９９ １９．３１ １４．６４ ８．８８ ５．１４ ５．４５ １．６５ ０．４７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２４．２７ ２０．９３ ２４．１８ ３０．１８ ０．８１ ０．９３ １．１３ ２．２４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３７．１１ ２５．３８ ２８．７８ ３４．６３ 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２９

工业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 １４．７３ １６．２５ １７．５７ －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６５

９　 ８ 期 　 　 　 池源　 等：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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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季节研究区 ＮＰＰ 时空特征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ＰＰ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表 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不同季节和全年不同地表覆盖类型 ＮＰＰ 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Ｐ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ｇ Ｃ ｍ－２月－１ ｇ Ｃ ｍ－２ ａ－１ Ｇｇ Ｃ 月－１ Ｇｇ Ｃ ／ ａ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湿地植被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２７．３２ １３３．５３ ２１．７９ ７．８８ ５７０．２８ １６．５１ ８０．６７ １３．１７ ４．７６ ３４４．５４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４．３７ ８２．４５ １０．８８ ４．１８ ３３５．９２ １３．８８ ７９．６ １０．５ ４．０３ ３２４．３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３．４５ ９．７１ ２．５８ １ ５０．７７ ０．８３ ２．３５ ０．６２ ０．２４ １２．２８

盐田和养殖池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ｎｄ ２．１７ ３．４５ １．５８ ０．９９ ２４．６８ ０．９３ １．４８ ０．６８ ０．４３ １０．５６

裸地 Ｂａｒｅｌａｎｄ ４．２４ ８．８８ ２．８３ １．７９ ５３．７８ ０．２２ ０．４７ ０．１５ ０．１ ２．８５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８．６１ ３０．１８ ６．２ ２．３８ １４４．６ ０．６４ ２．２４ ０．４６ ０．１８ １０．７５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７．５７ ３４．６３ ５．２５ ２．１ １６１．６９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３５

工业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６．４８ １７．５７ ４．６６ ２．０２ ９３．０１ ０．２４ ０．６５ ０．１７ ０．０７ ３．４３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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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自然保护区 ＮＰＰ 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ＰＰ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表 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分区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ＮＰＰ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项目
Ｉｔｅｍｓ

低生产力区
Ｌｏｗ ＮＰＰ

ａｒｅａ

中生产力区
Ｍｅｄｉｕｍ ＮＰＰ

ａｒｅａ

高生产力区
Ｈｉｇｈ ＮＰＰ

ａｒｅａ

项目
Ｉｔｅｍｓ

低生产力区
Ｌｏｗ ＮＰＰ

ａｒｅａ

中生产力区
Ｍｅｄｉｕｍ ＮＰＰ

ａｒｅａ

高生产力区
Ｈｉｇｈ ＮＰＰ

ａｒｅａ

利津县 Ｌｉｊ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９ ８２．１ ５．０ 湿地植被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５．２ ４６．９ ４７．９

垦利区 Ｋｅｎｌ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２．９ ５５．３ １１．８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７．９ ９１．８ ０．３

河口区 Ｈｅ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８．２ ３８．２ １３．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９５．５ ４．４ ０．２

保护区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１．０ ５０．１ １９．０ 盐田和养殖池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ｎｄ ９９．７ ０．３ ０．０

非保护区 Ｎ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４１．１ ４９．３ ９．５ 裸地 Ｂａｒｅｌａｎｄ ９８．９ １．１ ０．０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７７．９ １４．４ ７．８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８６．４ １３．２ ０．４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５９．０ ２４．１ １７．０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７８．５ １９．５ ２．０

实验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２７．３ ５３．１ １９．６ 工业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９８．２ １．８ ０．０

新河口 Ｎｅｗ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０．４ ５１．０ １８．７ 总计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３８．３ ４９．５ １２．１

老河口 Ｏｌｄ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２．８ ４７．２ １９．９

１１　 ８ 期 　 　 　 池源　 等：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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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分区

Ｆｉｇ．８　 ＮＰＰ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研究区湿地植被以芦苇为优势种，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度其 ＮＰＰ 均值为 ５７０．２８ｇ Ｃ ｍ－２ ａ－１，且具有明显的季节

差异，夏季 ＮＰＰ 贡献达到 ７０％。 湿地植被表现出了较

高的固碳能力，这表明了黄河三角洲湿地作为海岸带蓝

碳的重要价值；不过，其 ＮＰＰ 均值低于采用相同方法得

到的相似区域湿地植被 ＮＰＰ 均值 １０１６ｇ Ｃ ｍ－２ ａ－１ ［３９］。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文采用了不同季节遥感

影像来计算全年的 ＮＰＰ 结果，充分考虑了季节差异，而
其他研究往往仅采用 １ 期夏半年的遥感影像来代表全

年 ＮＰＰ 状况使得结果偏高；另一方面，黄河三角洲湿地

植被 ＮＰＰ 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 农田的 ＮＰＰ 均

值低于湿地植被，为 ３３５．９２ｇ Ｃ ｍ－２ ａ－１，与采用相同方法

的其他结果相比，低于全国农田 ＮＰＰ 均值 ４２６．９ｇ Ｃ ｍ－２

ａ－１ ［３２］、东北地区农田 ＮＰＰ 均值 ５０３ｇ Ｃ ｍ－２ ａ－１ ［４０］ 和内

蒙古地区农田 ＮＰＰ 均值 ４０５．７ｇＣ ｍ－２ ａ－１ ［３８］，考虑到黄河三角洲普遍的土壤盐渍化问题，以及近年来研究区农

田 ＮＰＰ 逐渐提升的状况，黄河三角洲农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固碳能力。
研究区 ＮＰＰ 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分异性。 地表覆盖类型和植被生长状况是 ＮＰＰ 的决定因素［４１］，二者受到

自然和人为因子的共同影响。 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冲积、海水对海岸侵蚀等剧烈的海陆交互作用以及人类开发

利用行为不断地改变着黄河三角洲的形态［４２⁃４３］，并对其地表覆盖类型产生影响（图 １ 和图 ２）。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期间，研究区轮廓变化主要表现在不同位置湿地植被的减少或增加，黄河入海口的不断推进带来了新增湿

地，但入海口后侧因为泥沙来源的减少和海岸侵蚀作用，湿地面积明显减少，总体上研究区面积有所萎缩；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期间，黄河南岸滨海区域盐田和养殖池的围垦造成了轮廓向外推移，而其他位置的海岸侵蚀也

带来了湿地的减少；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一方面围垦带来了盐田养殖池和裸地的继续增加，另一方面保护区

湿地恢复区配套工程的建设使得水域面积有明显上升（表 ４）。

表 ４　 研究区轮廓变化带来的地表覆盖类型变化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减少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增加量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减少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增加量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减少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增加量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湿地植被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７４．２９ ４９．５６ ３３．５０ ５．２３ ４．２２ ６．２５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１．１１ ９．１５ ３．１５ ４．５４ ０．２９ ２５．２０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０．１０ １．６４ ０．５７ １５．２０ ０．１９ ３７．３２

盐田和养殖池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ｎｄ ０ ５．４５ ０．４１ ８１．５９ ０．１３ ２６．４８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２

总计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７５．５０ ６５．８０ ３７．６２ １０６．５６ ４．８４ ９５．７７

研究区内部地表覆盖类型组成中，１９８７ 年湿地植被占据大部分比例（６８．９％），其次为裸地（１３．４％）和农

田（１１．４％），其余类型占比均不足 １０％。 这个时期，研究区地表覆盖类型更多地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人类干

扰程度相对较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人类活动的逐渐增多对研究区地表覆盖类型带来了重要影响。 １９９５

２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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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区湿地植被面积明显减小（４５．９％），农田开垦使得农田占比上升至 ３１．２％；２００５ 年湿地植被（３９．６％）
和农田（３８．３％）面积几乎持平，盐田和养殖池占比也有所增加（９．１％），裸地占比逐渐降低（４．８６％）。 随着人

类开发利用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干扰逐渐成为影响地表覆盖类型的主要因子［１４， ４４］。 ２０１６ 年，农田成为研

究区的主要地表覆盖类型（４０．０％），湿地植被占比进一步降低（２５．１％），盐田和养殖池占比增加至 １７．８％，裸
地占比降低至 ２．２％（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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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主要地表覆盖类型占比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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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ＶＩ 是植被生长状况的重要表征因子，具有便捷

的获取渠道［４５］。 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中，农田和湿地植

被具有较高的 ＮＤＶＩ，盐田养殖池和水域则明显偏低

（图 １０）。 近 ３０ 年来，湿地植被和农田的 ＮＤＶＩ 均值呈

现先下降再明显上升的趋势，在 １９９５ 年降至最低，至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高。 这一方面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黄

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断流现象频繁，对黄河三角洲

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１２］；另一方面，９０ 年代也是黄

河三角洲大规模开垦农田的初期阶段，严重的土壤盐渍

化问题对农作物生长构成限制［４６］。 随着 ９０ 年代以来

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规范

化管理以及 ２１ 世纪以来多次黄河调水调沙和生态调水

工程［１２］，再加上农田土壤盐渍化问题的持续治理［４７］，
区域的湿地植被和农田的 ＮＤＶＩ 不断上升；湿地植被和农田 ＮＤＶＩ 在不同季节中差异很大，且农田的差异更

明显（图 １０）。

图 １０　 不同地表覆盖类型 ＮＤＶＩ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ＤＶＩ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自然和人为影响下地表覆盖类型和植被生长状况的变化带来了研究区 ＮＰＰ 时空分异性特征。 近 ３０ 年

来，研究区湿地植被面积不断缩减，农田面积不断增大；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期间，地表覆盖类型的变化和植被生长

状况的不佳导致 ＮＰＰ 出现明显的下降；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期间，地表覆盖类型继续转变，而植被生长状况有所好

转，ＮＰＰ 均值变化不大；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植被生长状况提升带来的 ＮＰＰ 上升超过了地表覆盖类型转变带

来的 ＮＰＰ 下降，研究区 ＮＰＰ 总体有所回升。 同时，研究区各行政区和保护区的 ＮＰＰ 也表现出了一定差异，这

３１　 ８ 期 　 　 　 池源　 等：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三角洲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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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其地表覆盖构成和生长状况决定的。 利津县由于其占研究区面积较小，地表覆盖类型在 １９８７ 年以湿

地植被为主，而 １９９５ 年以来以农田为主，造成了近 ３０ 年来较大的 ＮＰＰ 波动。 保护区内部拥有更多的湿地植

被从而 ＮＰＰ 高于保护区外部；核心区位于更邻近海域的位置，并建有湿地恢复区配套工程，主要由水域构成，
其植被 ＮＰＰ 明显偏低，但对维护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老河口 ＮＰＰ 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

低于新河口，但随着近年来生态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不断加强，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开展的黄河故道生态补水工程，
有力地改善了老河口区域生态状况，使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老河口与新河口区域 ＮＰＰ 基本一致。

一般认为，湿地植被是海岸带蓝碳的重要组成，并具有生物多样性维持、产品供给、调节气候、景观美学等

重要生态功能［１１， ４８］；而农田开垦是对原有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造成湿地植被破坏、生物栖息地丧失、自然景

观割裂等后果［４９］。 在现实条件下，基于农田开发现状，发现并肯定其生态正效应，充分利用并提升其碳汇能

力，是平衡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结果也显

示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大规模的农田开垦以来，农田 ＮＰＰ 均值逐渐提升，且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总量占研

究区的 ４５．７％。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田并不属于典型蓝色碳汇，但这种位于滨海地区、由湿地植被转化

而来、本身具有较高固碳能力和潜力的碳汇，也可归为广义的蓝色碳汇范畴，或者可称其为“次生蓝色碳汇”，
而原有的盐沼湿地植被、红树林、海草等可称为“原生蓝色碳汇”。
３．２　 结论

（１）近 ３０ 年来研究区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均呈现先下降又略微增长的特征，１９８７、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６ 年夏季

研究区 ＮＰＰ 均值分别为 ９４．９３、６３．９０、６４．５６ ｇ Ｃ ｍ－２月－１和 ６９．５４ｇ Ｃ ｍ－２月－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平均值为

２９４．３８ｇ Ｃ ｍ－２ ａ－１，总量为 ７１０．０５Ｇｇ Ｃ ／ ａ，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夏季远高于其他季节。
（２）研究区 ＮＰＰ 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利津县 ＮＰＰ 相比河口区和垦利区表现出更大的时间波动性；

自然保护区内部 ＮＰＰ 均值明显高于保护区外，保护区实验区 ＮＰＰ 均值高于缓冲区和核心区，老河口区 ＮＰＰ
均值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与新河口区持平；湿地植被具有最高的 ＮＰＰ 均值和总量，其次为农田，其他几种类型

则明显偏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 ＮＰＰ 分区结果显示，不同分区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生产力区（４９．５％）、低生

产力区（３８．３％）和高生产力区（１２．１％）。 研究区 ＮＰＰ 的时空分异性是地表覆盖类型和植被生长状况共同影

响的结果。 在自然和人为要素共同驱动下，近 ３０ 年来，研究区湿地植被面积不断缩减，农田、盐田和养殖池面

积不断增大，这是造成研究区 ＮＰＰ 降低的主要原因；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植被生长状况的提升，又带来了研究

区 ＮＰＰ 的增长。
（３）湿地植被和农田是研究区分布最广的地表覆盖类型，也是碳汇的主要贡献者。 二者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年

度 ＮＰＰ 均值分别为 ５７０．２８ｇ Ｃ ｍ－２ ａ－１和 ３３５．９２ｇ Ｃ ｍ－２ ａ－１，总量占比共计 ９４．２％。 近 ３０ 年来，湿地植被 ＮＰＰ
总量逐渐减少，农田 ＮＰＰ 总量则逐渐增加。 湿地植被是海岸带蓝碳的典型载体，农田作为位于滨海地区、由
湿地植被转化而来、本身具有较高固碳能力和潜力的碳汇类型，可作为海岸带蓝碳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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